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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仿真:
推进教育决策科学化的方法基础

何文萱　 　 柯　 政

　 　 【摘　 　 要】教育决策的高利害性对其科学性提出了高要求,传统教育政策研究方法已难以满足教育决

策发展需求。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可以前瞻性预测和分析政策实施效果的教育政策仿真

成为可能。 相较于“自上而下”的建模机制,以“自下而上”为取向的“基于主体的建模”更适用于教育政策

仿真。 其关注微观层面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可通过主体的自主演化和主体间交互来预测教育政策实施效

果,从而有助于解决教育决策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 教育政策仿真能够实现教育政策实施效果预测

和风险评估,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有助于深入认识教育系统的运行法则和内在规律。 此外,教育政策仿

真还可以丰富和改进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助力现实情境中真实问题的挖掘。 在具体实施上,教育政策仿真

的具体操作步骤包括明确研究问题和建模目标、构建静态与动态概念模型、模型实现、模型检验、验证与校

准、计算机仿真实验和结果分析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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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进教育决策科学化需要创新研究方法
1. 传统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存在局限

近年来,我国愈发注重教育决策①的科学化,强
调以科学和系统的方法论来指导教育政策研究。
已有学者梳理了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主
要包括国际比较研究、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高晓

清等,2007;胡伶,2017;范国睿,2020)。 然而,已有
教育政策研究方法存在不足,难以完全满足当下教
育决策的发展需求。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研究者开始运用国际比
较方式来对国外改革经验进行总结、评析和借鉴。
但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国外
的已有经验并不一定能有效解决我国的教育问题
(李志超,201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
始采取理论思辨方式来对教育政策的相关概念、命
题、基本理论等进行逻辑推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理论思辨研究也遭遇了一些质疑和批评,比如缺乏
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动态认识(彭荣础,2011)、研究
问题脱离现实(劳凯声,2014)、论证主观且缺乏现
实根据等(余清臣,2018)。 为了更好地结合现实,

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国内学者开始呼吁加强实
证研究(叶澜等,1989;袁振国,2017),教育政策研
究中也出现了这种趋势。 教育政策的实证研究主
要采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等研究方法。
但政策改革通常涉及多方权益的博弈,一般性调研
方法(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难以进行全面充分
的沟通和协调,很难把握实际的政策传播机制,更
无法对政策实施结果进行精准预测(刘复兴,2004;
李大宇等,2011)。 在这样的背景下,“试点”作为真
实实验的典型方法脱颖而出,其能够提供真实的经
验反馈,检验政策实施效果并分散风险 (韩月,
2019)。 但真实实验的可操作性不高。 实验对象具
有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通常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成本高且风险大(赵俊芳等,2019)。 而且,政策
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学者的经验判断,教
育系统的复杂性往往会超出他们的预料,在真实实
验中一旦出现纰漏或差错,会引发严重后果,甚至
导致改革“后遗症”。 除此之外,从真实实验获得的
结论在可推广性上存在不足。 教育系统的复杂性、
地域差异性等因素会导致一些政策试点的推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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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受限(刘军强等,2018;吴全华,2018)。
既然传统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存在较多局限,

那么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有必要进行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创新。

2. 政策仿真有助于提升教育政策研究科学化

水平

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
在虚拟环境中构建模拟的社会系统。 以游戏《模拟
人生》为例,该游戏的工程师利用模型来模拟人类
行为,通过角色变量的设定来描述并控制虚拟市民
的能力和即时需求、对活动的偏好以及他们与其他
虚拟市民和所处环境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一个和现
实高度贴近的虚拟人类社会。 这种对真实世界的
模拟被称为仿真,仿真的思想和逻辑同样可以应用
于学术研究。 其中,政策仿真研究在国外的起步和
应用较早,主要用于社会治安政策、外交政策、宏观
经济或市场管理政策等方面(邱枫等,2013)。 近年
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利用政策仿真方法开展研究,
主要集中于对宏观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区域发
展与规划政策等)、社会政策(如社会保障政策)等
的研究(娄成武等,2013)。

政策仿真能够解决其他方法难以应对的现实
问题。 以我国的生育政策为例,由于其对社会发展
的影响巨大,因此在制定生育政策时,需要考虑诸
多影响因素,这就对政策研究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 一般性调研虽然能够获取社会各方对生育政
策的态度倾向,却难以长期追踪动态的民意变化,
也无法预测不同政策实施的结果和影响。 真实实
验方法亦不可取,一方面其受到伦理道德的限制,
另一方面其可操作性低、政策实行风险过高。 而通
过政策仿真研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有研究者利
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仿真起点数据,基于我国人
口发展变化规律与趋势进行假设,测算出不同生育
政策下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果的变动情况,分析了不
同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证据
(郭震威等,2008)。 相较于真实实验,利用政策仿
真方法不会受到现实的道德伦理限制,还可以避免
研究的高成本与高风险弊端。 政策仿真具有可重
复、可检验的特点,可以通过不断修正和迭代,更真
实地反映社会现象,让我们对客观规律有更深入的
认识。

鉴于此,可以将政策仿真方法引入教育政策研
究中,从而提高教育政策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近年
来,国内研究者也关注到了这一前沿研究方法。 他
们认为,利用模拟的方式,可以为科学的教育决策

提供依据(顾小清等,2016);在利用计算机仿真技
术实现的教育模拟系统中,可通过参数演化,自动
化、快速生成大数据,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观察教
育系统的演化过程,可进一步总结教育演化规律
(余胜泉等,2019)。

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策仿真的两
种建模机制

政策仿真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未来方向和
必然诉求,本文将教育领域的政策仿真称为教育政
策仿真。 在教育政策仿真研究中,我们应该如何模
拟真实的教育政策实行环境,如何构建模型,都是
亟待探讨的核心问题。 总结文献发现,政策仿真研
究中的建模机制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 两种基本取向 ( Axelrod, 1997; Macy et al. ,
2002)。

1. 自上而下的建模机制

目前常用的自上而下建模以经济学模型为主,
比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GE)、 局部均衡模型等。 以
CGE 为例,它将一个整体的系统拆分为不同的部门
或区域,对政策变量(如税率、利率、价格等)进行量
化,利用方程组来描述整个体系及变量之间的关
系,求出方程组在均衡状态下(如市场供需均衡)的
结果,从而得到整个系统的反馈(赵春富等,2015;
石敏俊,2016)。

自上而下建模方法的重点在于描述均衡状态,
对数理关系、模型假设等有精确的要求。 其在经济
与环境研究领域较为常用,常被用于分析各类税收
利率、国际贸易、收入分配与能源结构等,是非常重
要的政策分析工具。 以经济领域为例,已有研究者
通过自上而下的建模机制分析财税政策对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张同斌等,
2012)、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范小云

等,2015)、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张友国等,
2015)等等。

2. 自下而上的建模机制

另一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建模,代表方法为基

于主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ling,ABM)②。 与

自上而下的建模相比,ABM 把建模的重点放在微观
层面 的 主 体 ( Agent ) 上, 其 核 心 理 念 是 霍 兰
(Holland ) 提 出 的 复 杂 适 应 性 系 统 ( Complex
Adaptive System),即系统中存在大量具有适应能力
的主体,这些主体由现实世界中的个体(如个人、学
校、家庭等)抽象而来,主体在与环境及其他主体进
行交互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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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则下产生有组织的系统行为,这种行为最终能
够涌现为宏观层面的现象,从而形成一个虚拟的现
实世界(廖守亿等,2004;邱枫等,2013)。 简单来
说,ABM 由一系列具有特定行为规则的主体构成,
通过主体间的交互行为来模拟系统的动态性和复
杂性。 典型的 ABM 应该包含三个核心要素:一是
主体,包括其特征属性(如主体的个性、信仰等)和
行为能力(如决策、交互等行为表现);二是环境,即
主体活动的空间与该空间中的其他属性特征,可以
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位置,也可以表现为市场或社
会;三是交互规则,其回答与谁交互和如何交互的
问题,具体包括主体适应性(主体在不同情境下的
策略选择与进化)、主体与环境的交互(环境变量变
化对主体变量变化的作用机制)、主体之间的交互
(主体受到其他主体禀赋属性、态度、行为决策、关
系等方面的影响) (王铮等, 2016;Macal et al. ,
2010)。 这种方法并不完全依托于变量的数理关系
或统计特征,而是设定微观个体的特征或行为,通
过主体演化和主体间交互,运行生成宏观层面的现
象或系统属性,从而解决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
现实问题,能够为预测教育政策实施结果以及教育
决策提供依据。

三、基于主体的建模: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教
育政策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两种建模取向,何种建模方法更适合
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其应用前景和价值如何? 下
文将依次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1. 基于主体的建模更适用于我国教育政策

研究

自下而上取向的基于主体的建模更适用于我
国的教育政策研究。 下文将从教育政策研究实际
情况、理论支撑和可操作性三方面来对其进行论
述,并通过案例进一步说明。

就教育政策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自上而下
的建模方式并不适用。 首先,以 CGE 为代表的自
上而下建模,关键在于参数的数理关系和精确量
化假设,以及基于均衡状态求解方程组。 但是教
育政策研究中尚未发展出系统的数理模型,也难
以提出类似均衡状态的研究假设,这就导致无法
对方程组进行求解。 并且,具体的教育政策往往
充满复杂性,无法聚焦于某个适用于所有群体的
政策变量,对不同教育活动参与者的影响也各不
相同,不像经济政策那样有单一明确的政策工具
(如税率、利率、价格等),因此无法简单而精确地
进行抽象和量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无法体

现不同主体(如教师、学生)在政策变动中表现出
来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适应性,不能动态刻画出他
们的策略和行动。

如何模拟真实的政策实行环境,归根结底是我
们怎么认识现实社会的问题。 换言之,我们选择的
模拟思路应该同我们如何认识政策制定和实施相
一致。 方法论意义上的复杂科学越来越多地影响
人们对现实社会和教育系统的基本看法(郑金洲

等,2005)。 在传统的社会学观念中,社会生活被理
解为是“自上而下”塑造社会结构或制度,进而控制
个体行为及规范。 而按照复杂科学的观点,系统具
备自主性和自组织性,系统在运行中并不依赖人为
的控制,而是大量个体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下自然演
化的结果(范国睿,2004)。 就教育系统而言,分门
别类的学科课程体系、类型多样的教育机构体系、
各项教育政策和措施等,并非是遵从固定程序的预
设结果,而是由系统内部各种主体通过交互、内生
驱动而演化出的结果。

符号互动学派也持有类似的主张,他们认为,
社会环境根据社会活动过程而获得各种意义。 在
符号互动学派看来,人们不是被动的、机械的,也不
是具有一成不变的人格,而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中,
是动态的行动者(胡荣,1989)。 现实社会是由各种
关系组成的组织,它的出现与一群参与社会活动、
参与由各种社会经验和社会行为组成的社会过程
的有机体有关(乔治·赫伯特·米德,2014)。 在互
动中,人们进行角色扮演,相互沟通、解释、学习,调
整自己的动作,指导和控制自我,于是产生了社会
(胡荣,1989)。 简单来说,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体
构成。 因此,我们对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解
释,只能从这种互动中寻找答案。 符号互动学派的
研究单位正是微观层面的社会过程,其重点在于探
究社会个体互动的性质和过程。

根据复杂科学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宏观社会
的结果都是微观个体行为和互动的累积和涌现,这
与 ABM 的建模思路不谋而合。 在教育政策制定和
实行中,教师、家长等群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改变,
而是不断积累个人经验、相互学习,自主灵活选择
不同的策略,从而达成个体利益最大化。 此外,不
同主体之间也有利益表达和协调等互动,这些自适
应和交互行为共同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影响,是非
常典型的复杂适应性系统。

有学者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仿真趋势总结
为:从传统的基于变量的模型向基于行动主体的模
型发展,由" Factors"转向"Actors" ,也就是转向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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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建模。 ABM 提供了一条探索动态演化过程
的路径,是政策仿真研究领域的前沿方法和关键技
术。 这种政策仿真方法在具体操作上要求较高,但
得益于大数据时代的动态监测技术和算力的发展,
基于模型的数据收集和运算已经成为可能。 首先,
通过大数据动态监测技术,可以采集到长时间、全
样本的动态过程数据。 其次,借助大数据计算和人
工智能,可以建立复杂的可计算模型,因而能够实
现对现实社会的模拟。

国外已有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开始关注 ABM
方法,在此通过一个教育券政策的研究案例来说明
该方法如何实现科学的教育决策。 就现实而言,美
国在实际发行和使用教育券上的经验不足,这限制
了研究者从既有经验中获得大量数据和信息。 对
于该问题的探索,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有研究者
从特定的方面(如学校财政等)来分析教育券制度
所产生的影响,虽然能获得清晰的统计结果,但结
论比较片面,也无法呈现多方主体态度和行为演化
的内在机制和动态过程。 也有研究者选取了复杂
的理论模型,但对政策实行后宏观结果的预测能力
有限。 于是,有学者利用 ABM 构建了一个高度异
质性的学区教育系统,模拟两种不同教育券(通用
教育券和目标教育券)发行条件下学生和学校的反
应,即考查学生转学情况和同伴效应,以及学校之
间的竞争,从而评估两种教育券对教育公平和教学
效率的影响(Akyol,2016)。 就该案例而言,ABM 不
仅能够测试不同类型教育券发行下学生和学校的
反应,还能展现主体自适应过程和主体间交互的动
态演变,比如学生教育选择策略的改进、同伴效应
的作用、校际竞争及学校情况的变化,从而打开教
育系统内部动态演化的“黑箱”,这都是研究方法创
新带来的“附加值”。

2. 基于主体的建模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应用

前景广阔

承上所述,ABM 适用于我国教育政策研究。 这
一方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教育政策实行后
社会现象的动态发展过程,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价值主要表现为:测试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辅助
并优化决策;推动教育政策研究理论创新;激发研
究者探究真实教育问题的潜能。

(1)教育政策“模拟器”
将仿真技术应用于政策决策辅助研究,可以建

立一个低风险、低成本,且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的
政策研究平台,霍兰将这种用途的 ABM 称为“飞行
模拟器”。 “飞行模拟器”的使用能够大幅度提高政

策实施效果预测的准确性。 教育政策作为实验的
自变量,其影响通常不是直接的、线性的,而是多方
主体相互影响的结果,甚至政策本身在实行过程中
也会受到环境和教育主体的影响。 通过建模与仿
真,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不同行动主体
的特征属性和交互规则,模拟出不同政策的实施过
程,预测可能出现的结果,比较不同政策方案的异
同,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前瞻性的预判报告。

以高考改革政策为例,这一政策作用于学生、
家长、教师和学校等多个主体,其影响不是机械的、
线性的。 最终的政策实施结果由主体的互动决定,
往往会出现一个既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大家主
动选择的结果。 改革结果为什么不如改革者的预
期,宏观结果涌现的微观机理是怎样的,不同条件
下改革实施结果会有什么差异,想要回答这些问
题,就需诉诸“飞行模拟器”。 具体来说,通过 ABM
研究高考改革政策的基本逻辑为:从主体的微观行
为视角出发,以高考改革政策在教育主体之间的传
播机制为基础,研究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规
则、决策模式以及主体间相互影响机制。 在此基础
上,采用 ABM 构建一个“学校—机构—家庭”教育
活动模拟模型,并基于模拟器对各方的决策和行为
进行模拟和预测,从而设计出合理可行的、能够有
效提升学生素质素养与促进教育公平的高考改革
方案,并对其进一步优化,从而达到预估政策实施
效果和优化教育决策的目的。

(2)理论研究“实验室”
除了对具体教育政策的研究,仿真技术还能对

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作出贡献。 不同于
“演绎—律则模型”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
和“归纳—统计模型”(Inductive-Statistical Model),
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
的第 三 种 方 式 ( Axelrod, 1997; Hedström et al. ,
2010)。 它从一些基本假设出发,演化生成可以归
纳总结的经验数据,因此有学者认为其介于理论构
建型研究方法(如案例研究)与理论验证型研究方
法(如统计分析)之间(Davis et al. ,2007)。 作为理
论研究的“虚拟实验室”,ABM 具有十分重要的价
值。 它不是通过普适性的社会规律或某些变量的
统计结果,而是通过一系列主体(以及属性)及其与
其他主体互动的行为,来展示社会现象产生的机
制。 相对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仿真技术的优势在于
其强有力的机制性解释和清晰明确的研究边界。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模拟的方法探索因果关
系并获得机制性解释,从而丰富和改进教育政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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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现有的教育政策研究大多采用数理统计方法
来探索因果关系,比如研究自变量政策 A 和因变量
B(如学生成绩等)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进一步解释
和分析非线性的交互作用(如不同学校之间的借鉴
和互动等),而政策仿真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探
知动态的因果过程及机制性解释。 机制性解释的
核心思想在于,机制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化的因果概
念(比如 X 会决定 Y),而是一个因果过程实体(即
X 影响 Y 的过程,甚至是 X 和 Y 互相影响的过程)
(Hedström et al. ,2010)。 要解释的结果是由因果
过程中的“齿轮”及其运转引发的,因此适当合理的
解释应该详细说明因果过程中的“齿轮”及其运转
过程。 在仿真研究中,基于一定理论和基本假设,
主体会产生相应的行动和交互,这些主体行为进一
步引发社会现象,完整呈现出现象产生的内在机制
和动态过程,从而深化和丰富我们对教育政策理论
的认识。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验证或测试
现有的理论,观察假设或条件的变化对结果的影
响。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基于强假设或固定条件
下的独立推论很容易出错。 比如经典的理性人假
设,其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总是力图以自己最
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然而现实社
会中的教育主体是有限理性且易受到环境影响的。
通过建模仿真可以放宽对微观主体的特征属性和
行为规则的假设条件,从而能够测试理论的稳健
性。 同样,对于那些只适用于特定条件的理论,我
们也可以改变模型参数,探索该理论在实际情境的
适切性,并找出像临界点或阈值这样的关键指标。

(3)真实问题“发展点”
基于主体的建模在多个方面对研究者提出了

要求,比如对微观社会活动的关注、对具体参数和
规则的刻画等,这些要求能够激发研究者发现、抽
象和精炼真实问题的巨大潜能,是研究真实问题的
“发展点”。

ABM 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观察社会现象的角
度,促使研究者打破常规思维,因此可能会给人们
认为理所应当的问题带来不同理解。 按照以往的
研究思路,研究者更多会考察教育政策实行以后某
类主体的反应和行动,并将其视为孤立的、被动的
和机械的,往往忽略了家庭、学校作为具有学习和
自适应能力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那么,学校和家庭
究竟如何理解和学习教育政策,在政策实行后如何
选择能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策略,又是如何
通过一系列利益表达和协调活动来影响政策实行,

这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政策仿真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聚焦于微观的

主体行为和互动,并且要求对参数及规则表征进行
精细而准确的刻画,这使得研究者必须深入到真实
的问题中去。 以“双减”政策下校外辅导的选择为
例,假设升学竞争压力会影响家庭课外辅导投入,
那么在不同政策环境下,哪种类型的家庭对政策变
动最为敏感,家庭的决策模式是否会因竞争压力发
生变化,是不是会受到其他家庭或者学校的影响,
这些行为决策方式和交互规则具体是怎么样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立足现实情境,深入
挖掘和分析,这正是教育政策仿真所激发的研究
潜能。

四、基于主体的建模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基本
操作框架

目前而言,政策仿真尚未发展出一个固定的标
准化流程。 本研究在分析已有文献基础上,对 ABM
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基本操作框架进行了梳理和
总结,其具体实施步骤大体上包括:明确研究问题
和建模目标、构建静态概念模型(即确定模型主体
与环境)、构建动态概念模型(即构建交互规则)、模
型实现、模型检验、验证与校准、进行仿真实验、结
果分析(如图 1 所示) (李大宇等,2011;邱枫等,
2013;王铮等,2016)。 下文以“某省是否具备推进
新高考综合改革的社会舆论基础”这一问题为例,
进一步阐明该操作框架的应用情况。

图 1　 ABM 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基本操作步骤

1. 明确研究问题和建模目标

在正式建模前,需要明确研究问题和建模目
标,将现实原型抽象并简化为可操作的问题,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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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又被称为领域模型的构建。 在教育政策研究
中,建模首先要注意同一个研究问题的不同研究
目的将指向不同的领域模型。 当研究目的在于洞
察教育政策传播过程或教育参与者的反应和行为
时,我们可以选用仅囊括基本细节的模型;当研究
旨在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时,我们需要更大规模
体系的模型,对建模的要求更高。 本例的建模目
标是为政策制定和实行提供前瞻性预判,因此需
要在设定模型时选用更细致的交互规则和更庞大
的数据,尽可能地模拟该省的真实情况。 其次,对
同一问题的解读和分析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
发,确定合适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边界至关重要。
对是否推行新高考的研究,可以从社会基础、经济
效益、民众意志等多元角度出发,本例着眼于启动
新高考改革的社会舆论,也就是通过建模探究“该
省推进新高考改革后社会舆论将发生怎样的变
化”,为教育部门分析启动改革的舆论基础提供参
考。 最后,还需要考虑研究的限制条件,如建模能
力、数据可获得性等。

2. 构建静态概念模型

明确研究问题后,应分析主体变量和环境变
量,根据关键要素的特征确定模型的假设条件,构
建静态概念模型。 在这一步,首先需要思考模型主
体是什么,有哪些行为,其特征和偏好如何。 从现
实原型中提炼出模型的主体后,需对其特征属性和
行为能力进行初始化赋值。 一般来说,教育政策研
究中的主体有家庭(包括学生、家长等)、学校(包括
教师等)、社会机构等。 就本例而言,社会舆情主体
必然包括家庭和学校。 在面对高考改革问题时,这
些参与者的偏好是相对固定的,家长和学生尤为关注
高考的公平性,同时受到“唯分数论”和“唯文凭论”
的影响,中学教师追求升学率,而高校教师对生源质
量等更为关注。 其次,要回答主体所处的环境如何,
主体与环境如何交互等问题,并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属
性进行量化和初始化。 在本例中,环境可能表现为该
省高考竞争压力氛围、当地改革经验等。 值得注意的
是,应针对研究问题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例如:家长
对新高考改革的初始态度和看法由其自主意识决定,
并且他们是有限理性的,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民众
对高考改革的敏感度高等。

3. 构建动态概念模型

构建基于主体模型的交互规则在于识别主体
适应性、主体与环境的交互和主体之间的交互,这
是构建动态概念模型的关键。 主体适应性主要是
指主体在不同情境下的策略选择与进化,即主体在

经验积累中的自主学习。 主体与环境的交互是指
环境变量变化对主体变量变化的作用机制,如实行
新高考“一科两考”后,学生在特定学科的学业负担
减小。 主体间的交互是指主体会受到其他主体禀
赋属性、态度、行为决策、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是相
互影响的过程,这种交互可能是经验分享和学习合
作、利益沟通和协商、竞争等,例如家庭会根据学生
学习情况和相对优势改变科目选考策略。 在本例
中,着眼于社会舆论,可以设定如下规则:学校对家
庭有舆论引导作用,学校对家庭的影响与其权威性
相关;对新高考具体举措不了解、态度中立且从众
性高的家庭更易受到舆论影响等。

4. 模型实现

构建完概念模型后,需通过计算平台将其实现
为仿真模型。 ABM 需要通过软件工具来实现,目前
国际上广泛应用于开发的平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提供类库的平台,该类平台可以调用类库中的封
装函数,对编程基础要求较高,具有代表性的有
Swarm、Repast 等,如美国桑塔菲研究所利用 Swarm
开发了虚拟的股票市场。 另一类平台不依赖底层
的编程开发环境,可以直接在 Windows 等主流系统
中单机运行或在网络环境中运行,用户可以改变平
台自带模型库的设置来进行探索性研究,更为简单
易用,如 StarLogo、NetLogo 等(王铮等,2016)。

5. 模型检验、验证与校准

模型检验、验证与校准旨在保证仿真模型的可
信度。 模型检验(Verification)的目的是确认仿真模
型是否正确实现了概念模型,关注的是“是否正确
地建模与仿真”,即强调建模过程的正确性。 检验
工作主要是对软件系统的调试,包括检验概念模
型、软件设计及代码。 在此基础上,模型验证(Vali-
dation)的目的是确认仿真模型是否正确反映了被
仿真系统(真实的现实世界),关注“是否建立了正
确的仿真模型”,即强调建模结果的正确性。 验证
方法中较为直接的是比较仿真模型的输出结果与
真实世界的观测结果,如果两者相似程度高,则说
明模型的精确度高;如果模型和真实世界差距较
大,则需要通过调整模型参数等方式对模型进行校
准( Calibration) ( 李大宇等, 2011; 王 铮 等, 2016;
Macal et al. ,2010)。 由于教育决策对模型输出结
果的稳健程度要求较高,敏感度分析也是必不可
少的。

6.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经由检验、验证和校准后,研究者可以调整教
育政策变量并运行仿真模型,从而获得不同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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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输出,即预测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并进一
步开展政策评价、方案选择等工作。 就本例而言,
研究者可以借助仿真模型预判高考改革可能出现
的舆情风险,并观测到微观主体的行动及其交互如
何引发舆情。

五、总结
本文分析了教育政策仿真相较传统教育政策

研究方法的优势,介绍了政策仿真的两种建模思
路,并从教育政策研究实际情况、理论支撑和可操
作性三个方面出发,详细阐述了基于主体的建模这
一自下而上建模方法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适切度,
并分析了该方法的价值和应用前景。 最后,通过一
个案例,简要梳理了该方法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基
本思路和操作框架。

将 ABM 应用于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是很有价值
的,但我们并不能忽略使用该方法时可能出现的问
题。 一方面,如何评价政策仿真的结果。 有学者认
为,可以借鉴自然科学实验研究中的可重复性、可
比较性、可标准化和可推广性来考量仿真研究的信
效度(郑永和等,2020)。 研究者在建模中的参数设
定可能存在随机性,而模型对参数设定是敏感的,
这就导致模型在实现过程中存在“蝴蝶效应”,即仿
真数据与真实经验数据之间会出现差异。 模型的
训练和调试需要大量真实数据,而由于真实实验的
可行度低,从现实中获得经验数据存在困难,这加
大了模型可信度评估的难度(邱枫等,2013)。 这就
更加凸显了敏感性分析、模型验证和校准的重要
性,其也是目前仿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另一方
面,该方法在技术上对研究者提出了挑战,主要是
对跨学科专家团队进行合作的要求,以及构建计算
机模型的技术性要求(钟玮等,2017)。

教育政策仿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教育政
策研究的前沿方向和必然诉求,是推进教育决策科
学化的方法基础。 教育政策仿真有助于预测政策
实施效果并评估风险,推动教育政策理论改进和创
新,挖掘现实情境中的真实问题。 在未来的研究
中,应充分挖掘仿真技术的潜能,推进教育政策研
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全面系统地讨论教育政策问
题,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注释:
①“教育决策”是与教育事业相关的选择或决定,本文中

特指教育领域的公共政策决策。
②已有文献中,学者们对该方法的翻译有所不同,如“基

于主体的建模与仿真” “基于主体的模型” “基于主体模拟”

等,本文中统称为“基于主体的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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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Policy Simulation:A Practical Method for
Promoting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f Education

He Wenxuan　 　 Ke Zheng

Abstract:The high stakes of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its scientific
nature. However,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for education policy cannot satisfy the needs of education policy im-
prove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iques, education
policy simulation has become possible,which can forecast and analyze the outcom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 bottom-up" " agent-based modeling" is better suited for simulating education policy when compared with " top-
down" modeling mechanism. Focusing on micro agents with adaptive capacity," agent-based modeling" can predict
the outcomes of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rough agents' evolu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thus addressing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Education policy simulation enables the predic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improv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and
help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 rules and inner law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addition,it
can also enlarge and enhance theoretical study on education policy and help discover real questions in actual cir-
cumstances. The procedures of implementing education policy simulation involve formulating research questions and
modeling objectives,constructing static and dynamic conceptual models,implementing simulation models,verifying
and validating simulation models,and conducting simulation experiments and analyzing results.

Key words: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education policy simulation;agent-based modeling;simul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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